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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印尼與泰國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擁有很多相似的條件跟表現，

該兩國在 1980 年代至 1997 年間皆經歷經濟快速發展，卻皆於 1997年-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受創甚深。對兩國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製造業在亞洲金

融風暴後的表現為本研究關心的重點。 

首先，本文在第一章除了研究動機外，並介紹兩國之經濟歷史背景與

分析當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在第二章，本研究以印尼製造業為研究對

象，探討 R&D、生產力及出口等關係。在第三章，為能瞭解對兩國經濟

發展極為重要的製造業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表現，故利用共同邊界模型估

計兩國製造業在生產效率上的表現。 

實證結果支持 R&D 與進口原物料，可以改善生產效率。因此，政府

應制定鼓勵廠商投入更多力量在 R&D 的政策措施上；對廠商而言，技術

進口及技術許可等外部技術來源，可能對提升廠商的生產效率較具助益。

另外，政府也可考慮得否藉由降低關稅，進而改善該國國內廠商的生產效

率。 

 

 

 

 

 

 

 
關鍵字：出口、生產力、創新、生產效率、共同邊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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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mparis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Thailand is based on a number of 

similarities in initial conditions and subsequent performance. Their subsequent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s worth concerning, because both countries were 

seriously got hurt during the 1997-199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First, the study introduces economics background of both countri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second essa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exports in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firms by taking account the endogenous choice of R&D. Last, 

the study compares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between 

Indonesian and Thailand by using stochastic metafrontier approach. 

This study inspire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R&D on sustainable growth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act some policy measures to encourage firms to 

devote more efforts on R&D. Besides, trade reform in terms of lowering import 

tariff, has contributed to Indonesian firms’ productivity, because cheaper 

imported inputs can raise productivity via learning, variety, and quality effects.  

Last,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that exporting 

experience is helpful to enhance firms’ productivity. Since exporting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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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Indonesia and can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productivity, how to promote and help firms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is 

worth serious consideration b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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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背景與目的 
 

東南亞國家之經濟發展，一直以來受到各界矚目。其中，東南亞國家

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於1961年成立，其目

的在於加強政府及經濟事務之交流。其後，為能達到區域物流零關稅的目

標，其成員國於2004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 

 我國政府為能降低整體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之集中現象，於1990年代

開始推動台商海外投資往東南亞轉移，同時降低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強

度及依賴，稱為「南向政策」。又於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後，我國政府為

進一步因應東協國家崛起，以及國內眾多來自東南亞文化背景第二代，便

積極擴大與東南亞各國進行聯繫與交流，並創立各種教育制度和語言政策，

吸引東南亞學生來台就學，以創造未來雙邊人脈建立與人才流動，即為「新

南向政策」。 

 根據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發布之統計資料，並以東協國家中的泰

國、印尼及新加坡為例，我國於2017年對此三個國家之貿易總額分別為 

10,741 百萬美元 (泰國)， 8,092百萬美元 (印尼) 及 26,341 百萬美元 (新

加坡)；然而，這三個國家之人口數，則分別為 6,800萬 (泰國)，2.7億 (印

DOI:10.6814/DIS.NCCU.ECONO.001.2019.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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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及560萬人 (新加坡)。亦即若僅考量我國與該國之貿易總額相對於該

國的人口比例，則我國與泰國及印尼的貿易總額，相對於我國與新加坡之

貿易總額，應仍有長足的進步空間。因此，可以想像泰國與印尼之經濟若

得以持續發展，其人口數維持亦或者再增加，則對我國與這兩個國家之貿

易總額將可帶來極為正面的挹注效果。 

    綜合以上考量，本研究藉由相關實證資料及計量方法，並試圖探討 

R&D，生產力及出口等層面之關係，以對泰國及印尼製造業之 R&D 的決

定因素與技術效率等得到初步認識，並可作為他國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 

再者，由於印尼與泰國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擁有很多相似的條件跟表

現；其中，印尼於1980年代末期進行進一步改革，外資大量湧入，且主要

為出口導向製造業，造成其於1989年至1997年間平均年經濟成率亦超過7%。

至於泰國方面，其在1985年至1995年間曾經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

家。然而，在經歷過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這兩國皆受創甚深。

因此，對該兩國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製造業的後續表現，將是本研究主要

關心重點。本章節將針對兩國的經濟歷史背景分為以下幾點進行比較與說

明，並在最後說明兩國遭受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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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泰國與印尼經濟背景簡介 

一、人均 GDP 比較 

首先，在經濟成長的表現方面，在1990年代初期，兩國皆被世界銀行 

(World Bank) 認定為體質優良的亞洲經濟體 (Highly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並且被公認為受益於市場導向的範例。 (參見圖1-1)。 

 

 
圖 1-1：泰國與印尼人均 GDP、泰國與印尼人均 GDP 比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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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泰國與印尼人均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由圖 1-2 可以發現，印尼與泰國人均 GDP 成長率一直維持在正數，印尼甚

至在 1990 年代前期成長率皆維持在 10%以上，直到亞洲金融風暴才大幅

衰退。相較 1997 年，印尼於 1998 年大幅衰退 14.3%，而泰國也衰退 8.7%。

所幸在 1999 年後，這兩國隨即恢復成長的態勢。 

 

二、出口成長率、出口佔 GDP 比重 

出口對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的貢獻功不可沒，其這兩國皆受惠於蘊

藏豐富的天然資源。早期出口天然資源，到後期國際化貿易專業分工，到

近期更轉型出口更多元的產品。兩國的出口除了1970年代中期與1980年代

中期因石油危機衝擊外，出口成長率大致有10%以上。而因為出口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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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高檔，也促使兩國的GDP不斷向上爬升。由圖1-3可以觀察兩國出口的

成長率的變化外，亦可由圖1-4可以觀察出口佔GDP的比重；在1960-1970

年代，這兩國出口佔GDP的比重約在 10%至 20%間。自1980年以來，則

該比重皆快速上升。其中，泰國從1988年突破30%後，至1998年則已突破

50%，甚至到 2000年後該比重更爬升至60%以上；印尼則自1970年中期開

始約略維持在 20%至 30%間，且在1998年後其比重也突破30%，可知出

口對印尼的GDP具有一定的貢獻。 

 

 
圖 1-3：出口成長率(%)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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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出口佔 GDP 比重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三、製造業附加價值佔 GDP 比例 

在這兩國的經濟成長方面，製造業及出口商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樣

地，這兩個國在早期 (指1960年代左右) 經濟的發展，主要倚賴出口農業

與礦業產品，諸如橡膠、錫、椰子、棕櫚油、石油和木材等產品。進入1970

年代後，快速的工業化，使產業型態轉變，開始減少對基礎產品的依賴，

轉向出口資本與勞力密集產業，諸如紡織、化學、機械與電子零組件等產

品。1 由圖1-5可以看出，兩國從1980年代開始，製造業佔GDP的比例逐漸

增加。泰國的比例從1983年的22.1%，增加至2004年的29.6%；於此同時，

印尼則是從13.4%增加至28.1%。 

                                                      
1 可參考 Yu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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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製造業附加價值佔 GDP 比例 

資料來源：Data from databas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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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Board of Investment, BOI) 開始。該國將貿易政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最初，自1961年推動進口替代策略 (import substitution) 保護國內產業促進

工業化。第二階段從1972年開始，開始鼓勵勞力密集產業出口。因為1970

年中期，當泰國遭遇到第一次石油危機衝擊政府開始想方設法欲重振經濟，

但卻欲振乏力。到了1980年中期遭遇第二次石油危機衝擊時，大幅度的貿

易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在1980年中期以後，逐步減少關稅及非關稅貿易

障礙。真正將關稅大幅下降則是始於1988年，全面性的關稅改革方案，則

是在1995年之後。2 

而印尼的貿易改革始於1967年，其為蘇哈托政府上台時。然而由於民

族主義之故，又變成比較嚴格。因此，實際的貿易改革到1980年代才開始。

1980年代初期，於石油和其他原物料方面的收入大幅減少時，才積極地開

放貿易及投資的相關經濟活動。印尼的貿易政策為藉由採用以鼓勵出口為

目標的相關措施，由進口替代轉變為消除出口偏見 (Jacob and Meister, 

2005)。該國政府又進行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的減少、開放匯率政策、經

常性地貨幣貶值以支持出口成長。另外，頒布新的投資法(含投資優惠)，

以吸引外國投資。總而言之，這些政策吸引許多出口導向的外人直接投資，

使大部分的產業可以直接面對國際競爭。結果，除了1997至1998年間的金

融危機外，製造業產出及出口在1980年代中葉至2000年間快速上升。 

                                                      
2 可參考 Urata and Yokota (1994) 及 Kohpaiboon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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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泰國與印尼歷經多次的貿易改革，他們也同時吸引大量的促進經濟成

長的外國直接投資 (Lindblad, 2015)。FDI在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明顯地扮演

重要角色，如同Frankema and Lindblad (2006) 所述。且這兩個國家的FDI，

隨著時間的進行呈現高度波動的情況；而隨著不同貿易政策的執行，FDI

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亦有所差異。3 Ramstetter and Sjöholm (2006) 指出，1997

至1998年期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對印尼和泰國皆產生嚴重地影響。然而，

泰國製造業的FDI在危機後數年仍持續成長，而印尼製造業的跨國公司則

是持續擴張生產及勞動雇用。對兩國而言，FDI加快產業轉換跟升級，亦

加強了產業內的貿易 (intra-industry trade)4。 

跨國企業的崛起使進出口貿易成長非常迅速，尤其在1990年中期的電

子產業方面，諸如半導體相關產品、電腦、手機與其他電信通訊設備產業

等皆受惠。由於FDI，三角貿易型態也開始出現。又主要FDI來自美國、日

本與歐洲。該貿易型態為母公司可能從母國運送中間財，或資本財至印尼

與泰國，再藉由當地便宜的勞工與其他廉價的原物料進行加工，最終產品

再銷往美國與歐洲市場。是故，FDI將原先國內市場導向轉為出口導向。 

從表1-1可以明顯看出，兩國經過長時間的FDI，以及貿易改革的洗禮後，

                                                      
3 See more details in Frankema and Lindblad (2006), Urata and Yokota (1994), Kohpaiboon (2003) 
and Ramstetter and Sjöholm (2006)。 
4 產業內貿易也稱為水平貿易 (Horizontal Trade) 或雙向貿易 (Two-Way Trade) ，指一個國家在

出口的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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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產業轉型過程。印尼從早期生產食物菸酒飲料類為大宗，佔了整體製

造業的65.5%。經歷貿易改革後，此類比例逐漸減少，至1998年此類比例

減少至21.3%。其他類別逐年增加，特別是機械交通設備類產品，從1970

年僅佔整體的1.4%，逐漸增加，至1998年為14.4%。而相對地，泰國的改

變，相同的是機械交通設備類產品，從1970年的3.5%，增加到1998年26.8%。

惟明顯不同的是，化學類產品類，從原本1970年佔24.5%，減少至1998年

的4.4%。 

 

表 1-1：印尼與泰國製造業產值與產業類別比例 

  1970 1982 1990 1994 1996 1998 
印尼 
製造業附加價值 1 

6,859 24,727 57,038 84,596 104,669 97,566 
生產比例(%) 
食物菸酒類 65.5 30.4 27.5 20.2 16.0 21.3 
紡織衣物類 13.8 13.2 14.6 21.3 17.8 17.5 
機械交通設備類 1.4 9.4 8.8 12.7 12.3 14.4 
化學類 6.0 13.4 8.9 9.1 9.3 13.5 
其他 13.3 33.6 40.1 36.7 44.6 33.3 
泰國 
製造業附加價值 4,802 13,676 32,132 50,334 59,154 54,668 
生產比例(%) 
食物菸酒類 23.1 55.4 23.7 16.1 21.4 24.8 
紡織衣物類 14.0 7.7 29.7 18.0 8.6 12.4 
機械交通設備類 3.5 2.7 10.0 22.8 26.1 26.8 
化學類 24.5 6.8 1.6 2.3 5.9 4.4 
其他 34.9 27.4 35.0 40.8 37.9 31.7 
註1：數值以2010年金額平減，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OI:10.6814/DIS.NCCU.ECONO.001.2019.F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六、亞洲金融風暴後之反省 

這兩個國家經歷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高速成長後，何以1998年第一

季GDP成長率馬上呈現衰退，消費者物價通貨膨脹隨即上升19.2%與2.3%？

當時美國經濟已脫離衰退，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 在1994年開始採取升息

政策，將聯邦基準利率從3%開始調升。當時Fed升息，導致原本投資在新

興市場的資金抽離，大量地進入美國套利，使美元走強。也使大多數亞洲

國家貨幣貶值，造成新興市場股、匯市雙雙大跌。當時，新興國家央行試

圖以升息來挽救經濟並壓制通膨，惟金融風暴卻已無法避免。1998年第一

季印尼盾與泰銖隨即大跌58%與14%，ADXY亞洲貨幣指數與MSCI新興市

場指數在1997年因亞洲金融風暴大跌，可見經濟動盪不安(見圖1-6)。 

 

 
圖 1-6：ADXY 亞洲貨幣指數與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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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經濟學者同意亞洲經融風暴乃導因於許多因子所造成，有學者認

為是金融市場的不穩定造成恐慌 (Radelet & Sachs, 1998; Ding et al., 1998)，

另有學者認為經濟基本面持續惡化引起金融危機 (Krugman, 1999; 

Dornbusch, 1998; Moreno et al., 1998; Corsetti et al., 1998a) 。無論是哪個面

向才是重要的主因，無可否認的是亞洲新興國家由於國內資金不足，長年

依賴外資來支付其經常帳赤字，造成過度依賴外資，外債比例過高。1990

年代東南亞國家因強調快速累積資本來達成高度經濟成長之政策，使得大

量資本流入。惟流入之資金未能妥善應用，而是充斥在股市與房地產等無

實質生產的市場中。此外，過度依賴外資，在外債過高與外匯存底不足下，

Fed升息舉動5，誘使大量資金從新興市場抽離，流回美國，造成新興國家

國內經濟重創與資產泡沫化。亞洲諸國貨幣貶值，再加上國際投資客攻擊，

幣值劇貶。基於對新興國家貨幣沒信心，更進一步阻礙了新興國家進出口

貿易，經濟頓時陷入蕭條困境。加上新興國家向外國貸款主要係以美元計

價，故當美元升值時，更加重了貸款的負擔。然而當亞洲國家向國際貨幣

基金會(IMF)求助時，IMF開出嚴苛的條件，並認為亞洲國家須提高利率，

才能吸引資金回流。然而新興國家提高利率並未喚回資金，卻使國內企業

債務負擔更加繁重，導致企業倒閉與金融業通貨緊縮，惡性循環之下經濟

                                                      
5 Fed 在 1994 年至 2000 年間採取升息政策，將聯邦基準利率從 3%調升至 6.5%。當時 Fed 升息，

導致原本投資在新興市場的資金抽離，蜂擁進入美國套利，使美元走強。也使大多數亞洲國家貨

幣貶值，造成新興市場股、匯市雙雙大跌。當時，新興國家央行以升息來挽救經濟並壓制通膨，

惟金融風暴卻已無法避免，如 1995 年墨西哥危機、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1998 年俄羅斯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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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更為惡化，金融風暴已無法抑制蔓延開來。 

而於風暴後的檢討方面，部分研究認為若當初亞洲國家政府持有足夠

的外匯存底，也許可以維持外匯市場穩定，縮小這場災難擴散蔓延的程度。

1996 年亞洲主要國家 (包含南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

坡及香港) 短期外債佔總外債比重約為 19%-50%之間，惟短期外債佔外匯

存底比重卻高的驚人；南韓最高，其次是印尼與泰國，該國政府所持外匯

存底數量明顯不足以償還外債。從表 1-2 可以看到，在 1996 年，印尼與泰

國短期外債佔總債的比例為 24.99%與 42.27%。而短期外債佔外匯存底比

例印尼高達 166.17%，泰國高達 123.47%。因此，當資金抽離時，印尼與

泰國政府周轉失靈，加上美元升息，加重了貸款壓力，龐大的貸款壓力之

下，經濟理所當然陷入危機。 

 

表 1-2：泰國與印尼外債與外匯存底比例 (1992-2001 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短期外債佔總債比例(%)               

印尼 20.52 20.18 18.05 20.88 24.99 24.11 13.28 13.20 15.06 15.10 

泰國 35.18 42.94 44.48 44.05 42.27 34.48 28.26 24.17 18.64 19.65 

短期外債佔外匯存底比例(%) 

印尼 157.26 144.20 146.06 174.18 166.17 187.94 85.20 73.25 73.89 71.28 

泰國 69.52 88.97 96.36 119.37 123.47 140.67 100.42 67.33 45.55 40.02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檢視近幾年泰國與印尼外債與外匯存底比例，由表1-3可知，兩國已從

金融風暴中獲取經驗，短期外債佔外匯存底比例已降至40%以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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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泰國與印尼外債與外匯存底比例 (2013-2016 年) 

  2013  2014  2015  2016  

短期外債佔總債比例(%) 

印尼 17.37  15.69  12.55  12.68  

泰國 45.06  41.45  39.53  43.45  

短期外債佔外匯存底比例(%) 

印尼 46.39  41.09  36.28  36.14  

泰國 37.01  35.69  32.76  30.73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第三節  本論文架構 

接下來，在第二章，我們將針對印尼製造業，探討 R&D、生產力及出

口間的關係。儘管已經有為數眾多的研究試圖將創新、生產力及出口間進

行連結，本研究藉由提供不同面向的實證證據以作出貢獻。其一，我們以

實證方式驗證印尼製造業廠商 R&D 的決定因素。雖然確認 R&D 決定因素

的文獻為數眾多，惟這讓我們瞭解在一些在發展較慢的國家中的廠商為何

會進行 R&D。再者，本文藉由考量廠商 R&D 投資的內生選擇，驗證 R&D

在印尼製造業的生產力及出口間關係。由於印尼廠商R&D活動較不明顯，

本文的分析強調 R&D 在生產力及出口間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可以為其他

出口導向型且發展較慢的國家帶來某些意涵。在第三章我們比較泰國與印

尼在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製造業廠商的生產效率。為避免因國家間生產

技術水準不同，導致在比較各國生產效率差異時可能產生的偏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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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共同邊界生產函數進行實證研究。而在第四章結論部分討論未來研究

可能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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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新、生產力及出口關係之

研究-印尼製造業之實證分析6 

 

第一節  前言 

    因為出口導向型政策往往伴隨較高的出口成長，也會使出口商有機會學習

到較先進的外國技術；因此，近來東亞洲開發中經濟體成功的發展策略，幾乎

就是強調出口導向策略。印尼身為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其中之一，在 1980 年代

中期採取一連串的經濟改革以促進出口，而這也造成接續的十年期間 (約莫於

1985-1997 年) 經濟快速的成長及工業化 (Hill, 2000)。然而，有學術評論認為

印尼的高度經濟成長是投資驅動的，並伴隨低的總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簡稱TFP)，以及TFP對該國的產出成長的貢獻極小 (Page, 1994)。

連結生產力及出口的文獻認為，這兩者具有雙向的因果關係表示，有生產力的

廠商可以進入國外市場 (self-selection hypothesis)，且可藉由learning by exporting

以獲得生產力的成長。出口導向政策是印尼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一個重要的

課題在於，在國際市場上接近最優越的作業技術，是否會刺激出口商學習到較

為先進的知識，並擴散到經濟體其他部分，從而提高生產力。這是一個與印尼

                                                      

6 本章原文已刊登於學術期刊，請參見 Yang, C.-H. and Y.-H. Chen (2012), “R&D, Productivity, and Exports: 
Plant-leve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Economic Modelling, 29, pp. 208-216. ；惟本章仍將相關實證內容予以

適當改寫，並補充近期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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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成長相關的議題。 

    內生成長理論強調創新在確保長期經濟成長中的角色 (Romer (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及Aghion and Howitt (1992))，且這種情況發生在

研發 (R&D) 對生產力成長產生貢獻的時候。僅管 R&D 可以引導出專有的技

術並可以提高生產力，它仍是一個具有風險且耗時的活動。且印尼的製造業在

東亞洲屬於後進者 (latecomer)，主要原因在於印尼大部分廠商屬於不進行R&D

活動的資源密集及勞力密集產業，例如紡織業及木材業。然而，印尼政府已經

認知到創新對 90 年代中葉以後經濟成長的重要性。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在 1995 年 12 月簽署「智慧財

產權合作架構協議 (Framework Agreemen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這個協議的目標在強化東協國家的合作，以減少該區域的海盜活動，並制定東

協相關標準以與國際規範接軌。印尼政府在 1997 年進一步發布對提升重視智

財權的 TRIPs 一致專利、商標及著作版權法。7 然而，印尼在 R&D 方面的發

展仍存在一段差距，因為大多數的製造業回報未投入任何R&D。為何印尼需要

進行R&D，雖然其投入R&D 仍屬少數。這個有趣的問題需要被解決。 

    更重要的是，R&D 在生產力與出口的關係中扮演關鍵角色。由於成本下降

的存在，以及出口地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只有生產力較為優越的廠商可以克

服進入這些市場的障礙，這也表示R&D為決定出口之重要因素 (Wakelin, 1998)。

                                                      
7印尼於 1987年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並於 1993年實施「商標法」，又於 1996年提出打擊盜版活動

的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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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及生產力的內生決策可能與出口的表現正向相關。8 藉由出口學習帶來的

潛在強化生產力效果，取決於出口廠商的吸收能力。R&D 的兩個面向為，其不

僅增進創新的能力，且亦由外部知識進行學習 (Cohen and Levinthal, 1989; 

Griffith et al., 2003)。近來，學習國外技術的吸收能力的重要性受到極大的關注。

印尼廠商極少進行R&D，因此如果進入國外市場，則進行R&D 的內生決策可

能同時正向的影響生產力及出口。 

    有鑑於前述考量的問題，本文研究印尼的R&D、生產力及出口間的關係。

儘管已經有為數眾多的研究試圖將創新、生產力及出口間進行連結，本研究藉

由提供以下不同方面的實證證據以作出貢獻。其一，我們以實證方式驗證印尼

製造業廠商R&D 的決定因素。雖然確認R&D 決定因素的文獻為數眾多，惟這

讓我們瞭解在一些在發展較慢的國家中的廠商為何會進行R&D。再者，本文藉

由考量廠商R&D 投資的內生選擇，驗證R&D 在印尼製造業的生產力及出口間

關係。由於印尼廠商R&D 活動較不明顯，本文的分析強調R&D 在生產力及出

口間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可以為其他出口導向型且發展較慢的國家帶來某些意

涵。 

 

第二節  印尼的出口及 R&D 活動 

當印尼在 1980 年代初期於石油和其他原物料方面的收入大幅減少時，其積

                                                      
8為數眾多的研究以廠商層面的縱橫資料 (panel data) 發現R&D 對生產力存在顯著的證據。對創新與生

產力的關係的文獻回顧，請參閱Giffith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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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開放貿易及投資的相關經濟活動。其貿易政策為藉由採用以鼓勵出口為目

標的措施，由進口替代轉變為消除出口偏見 (Jacob and Meister, 2005)。該政府

又減少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開放匯率政策，經常性地貨幣貶值以支持出口

成長，以及頒布新的投資法以吸引外國投資。總而言之，這些政策吸引許多出

口導向的外人直接投資，以及大部分的產業面對國際競爭。結果除了 1997 至

1998 年間的金融危機外，製造業產出及出口在 1980 年代中葉至 2000 年間急劇

上升。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 (2008) 公布的統計報告，印尼製造業產出佔國內生產

毛額的比重由 1981 年的 12.16%上升至 2000 年的 26.04%。相對地，廠商數目

由1990年的16,536間增加至2000年的22,174間，約成長34% (Sjöholm and Takii, 

2008)。隨著製造業的成長，製造業變成較為出口導向。表 2-1 為印尼 1991 至

2008 年的出口統計摘要，由表中可以發現出口對於印尼經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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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印尼出口統計 (1991-2008 年) 

西元年 出口 
(百萬美元) 

出口相對GDP 之

比例 (%) 
R&D 相對

GDP 比例(%) 
國內專利數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9,142 

33,976 

36,823 

40,053 

45,418 

49,815 

53,444 

48,848 

48,665 

62,124 

56,320 

57,189 

61,058 

71,585 

85,660 

100,799 

114,101 

137,020 

22.737 

24.423 

23.305 

22.643 

22.469 

21.909 

24.771 

51.787 

34.760 

37.646 

35.102 

29.229 

26.007 

27.872 

29.965 

27.649 

26.416 

26.828 

n.a. 

n.a. 

0.16 

n.a. 

n.a. 

0.11 

n.a. 

0.10 

0.07 

0.05 

 

 

 

0.05 

0.07 

n.a. 

n.a. 

n.a. 

34 

61 

30 

29 

61 

40 

79 

93 

152 

151 

212 

391 

364 

404 

398 

530 

493 

601 

資料來源：印尼統計局及智慧財產局。 

 

    除了 1997-1998 年的經濟危機外，印尼在 1990 年代的出口呈現穩定成長。

其出口的成長超過 2.1 倍以上，亦即由 1991 年的 29,142 百萬美元，成長至 2000

年的 62,124 百萬美元。出口的成長表示開放政策對印尼出口有正向幫助。雖然

亞洲金融危機憾動了印尼經濟，但其出口在 2000 年後逐漸恢復，從 2001 年的

56,320 百萬美元增加至 2008 年的 137,020 百萬美元。相對地，除了亞洲金融危

機後少數幾年，其出口佔 GDP 的比重皆約 20 至 30% 間。且製造業佔總出口

的比重也由 1990 年的 50.14%增加至 2000 年的 69.57% (Ramstetter, 2005)，表示

印尼的製造業部門因為貿易政策的誘發下，已經變成更為出口導向。這樣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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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說明製造業部門的印尼的出口扮演重要的角色。儘管印尼出口的大宗為食品、

紡織品、木材及家具等 (Sjöholmand Yakii, 2008)，但資本 (技術) 密集產業的產

品，如電子和精密機械業在 90 年代出現大幅的增長。這兩個產業的產品在 2000

年時佔出口的比重達 29.79% (Ramstetter, 2005)。9 

    在 1990 年代，創新對大部分的公司而言仍然是毫無意義的活動。然而，

印尼政府開始認知到 R&D 在長期成長扮演重要角色。TRIP 在 1997 為強化智

慧財產權的法律環境，頒布一致的專利、商標和版權法。在印尼，公共的研究

機構和大學發展了大部分的 R&D 活動；若以預算金額來看，他們大約佔整體

R&D 支出的 2/3，而私部門在此方面的角色則較小。 

    表2-1的右邊2行顯示在印尼，R&D支出佔GDP的比重 (即R&D強度) 以

及該國專利的數量。可獲得訊息非常有限。在 1993 年時，這個比例只有 0.16%，

且逐漸減少。在 2000 年時，R&D 佔GDP 的比例低到只有 0.05%，此後大約維

持這個數字。Frankema and Lindblad (2006) 表示印尼在 1968 到 1998 年時的

R&D 支出相對GDP 的比例低於 0.5%。整體而言，印尼比同樣身為東南亞國家

的泰國及馬來西亞對R&D 的投入更少。此外，有研究在蒐集 1995 年製造業科

學和技術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最早的資料。10調查顯示，R&D 製造公

司的比例約 5%，但 R&D 公司在 2000 年時的比例約 11.34%。表示雖然 R&D

活動隨著時間增加，但是在製造業中仍不普遍。 

                                                      
9 化學製藥業 (資本密集產業) 在 1990年代佔製造業的出口約 15%。 
10本項調查係由「科學及技術發展分析中心 (Center for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印尼科技部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及「中央統計局 (Center Bureau of Statistics)」共同合作完

成。 

DOI:10.6814/DIS.NCCU.ECONO.001.2019.F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由於R&D支出資料的限制及可信度不足，本研究著重在專利的創新產出。

在 1996 年以前，該國內的專利申請數量呈現波動情況；但在 1997 年隨

TRIPs-consistent 專利、商標及著作權法的制定，專利申請數量急劇增加。1997

年該國國內專利的申請數量達 79 件，較 1996 年增加一倍。且自 2000 年以後，

這個數字由 2001 年的 212 件逐步成長至 2008 年的 601 件，顯示印尼廠商和公

共部門自 1997 年以後已經開始致力於更多的創新。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將創新、生產力及出口加以連結的文獻在過去 10 年大量出現。為能聚焦

於相關研究，本文限制於兩方面的文獻討論。第一部分為生產力及出口間因果

關係的文獻。第二部分的文獻則是同時探討包含創新、生產力及出口等三個面

向的交互關係；此部分的文獻較少，但持續增加中。 

 

一、生產力和出口 

    為何出口商較非出口商更具生產力? 第一種可能的解釋在於只有具備生產

力的廠商可以在高度競爭的出口市場中存活。如果在國外市場銷售的固定成本

相對在國內市場銷售為高，則只有高生產力的廠商進入國際市場是有利可圖的，

此即是著名的 self-selection hypothesis (Roberts and Tybout, 1997)。另一方面，在

先進的國外市場中競爭及曝光可加速技術獲得，並導致技術能力的提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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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獲得國外訂單的可能性較高，且其又比只在國內市場銷售的廠商較具生

產力，此即為 learning-by-exporting hypothesis (Clerides et al., 1998)。 

    有文獻利用廠商層面的資料來區分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的

效果，並發現這兩個對立假設並不互斥。大部分的研究發現出口商較非出口商

具生產力；具生產力的廠商選擇進入出口市場，但出口並不必然提高生產力。

文獻發現許多 self-selection hypothesis 的證據，而關於 learning-by-exporting 

hypothesis 的證據則較為mixed。11 

    生產力-出口關係是否適用於印尼，Sjöholm (1999) 使用印尼 1980 至 1990

年製造業廠商層級的資料分析國外網路對生產力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支持

learning-by-exporting hypothesis，即參與出口市場的廠商擁有高的生產力成長。

Sjöholm (2003) 和 Sjöholm and Takii (2008) 研究印尼製造業廠商的出口傾向，

考量出口的高進入成本後發現出口需要高生產力。表示印尼的例子支持

self-selection hypothesis。Blalock and Gertler (2004) 使用 1990 至 1996 年印尼製

造業的縱橫資料集研究印尼廠商是否藉由出口學習而變得更具生產力。其發現

支持 learning-by-exporting 的重要性，亦即廠商開始出口後，其生產力呈現跳躍

式的提高約 3% 至 5% 的強烈證據。Amiti and Konings (2007) 提出有關經由降

低關稅以提高生產力的另一種途徑。他們認為較低的產出關稅可以藉由導入更

嚴峻的進口競爭以提高生產力，而較廉價的進入投入則是經由學習、變種及品

質效果以提高生產力。他們使用印尼 1991 至 2001 年製造業普查資料發現進口

                                                      
11 有關廠商層級的證據較為全面性的回顧，可以參考如 Yasar et al. (2006) 及 Wagner (2007)。另外，

Greenaway and Kneller (2007)提出關於廠商異質性、出口及生產力的新理論，以及寛廣的個體計量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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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要素關稅下降 10% 會導致進口這些投入的廠商提高 12% 的生產力。 

    上述對生產力-出口間關係的研究僅止於探討單向的關連性，而非可能的因

果關係，且並未考量R&D 的可能角色。 

 

二、創新、生產力和出口 

    使用廠商層級資料對於創新-生產力間以及創新-出口間關係的研究已大量

出現。如Hall and Mairesse (1995), Crepon et al. (1998), Griffith et al. (2004) 及 

Griffith et al. (2006) 等證明R&D 是促進廠商提高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Wakelin (1998) 及 Barrios et al. (2003) 將R&D 及出口予以連結，並聲稱R&D

正向影響出口傾向。而如Braga and Willmore (1991), Lee (2004) 及Aw et al. 

(2007) 等文獻研究出口及創新間的關係，發現出口商有較高的創新傾向。然而，

這系列的研究並未確認R&D 跟出口間的因果關係。 

    過去的文獻通常不會將R&D、出口和生產力納入同一個分析架構中。Melitz 

(2003) 藉由假設創新的過程為從一個外生分配抽取的隨機生產力的形式，將創

新置入出口-生產力關係的模型中。在這個模型中，生產力超過內生決定的門檻

的廠商會進入出口市場。Baldwin and Gu (2004) 在討論出口-生產力與創新間關

係，發現加拿大出口商透過採用先進技術及員工訓練提升生產力，該廠商也較

具有創新能力。Aw et al. (2007) 利用Heckman’s sample selection model 來處理廠

商退出決策及生產力演化的內生問題，其主要發現台灣從事 R&D 及出口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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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較那些只從事出口的廠商更具競爭力。Aw et al. (2008) 利用台灣電子產業

的廠商層級資料再一次探討 R&D 在出口及生產力關係中的角色，發現投資

R&D 較多的廠商的生產力較高，這也促使其進入國際市場，顯著地支持

self-selection hypothesis。 

 

第四節  實證模型設定與資料 

    上述的文獻回顧顯示在R&D及生產力-出口間關係連結方面的文獻仍屬少

數。因為每個研究的所提出的問題及其資料的限制，他們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R&D 活動在能提升廠商生產力及克服進入出口市場的成本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R&D 可以當成是廠商的吸收能力，亦即使出口商得以學習先進技術。儘管R&D

在已開發國家為一種常見的行為，但是大部分印尼廠商都是高度勞力密集，且

認為R&D 對他們的產品並無意義。然而，為何有些印尼廠商會進行R&D? 而

這樣的投資是否正向影響生產力及出口? 這也是本文欲釐清之處。 

    為能在出口-生產力間關係將R&D內生選擇予以模型化，分析架構如圖2-1

所示。因為缺乏R&D 與出口間因果關係的理論模型，本文假設出口為R&D 決

策的外生變數 (如圖 2-1 所示)，或者出口和R&D 間存在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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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Export
Self-Selection

Learning-by-exporting

 

 

圖 2-1b 

   

 

圖 2-1：創新、生產力及出口間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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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本研究檢視印尼製造業在 R&D 投資的決定因素。將 R&D 的

predicted value 當成工具變數，本文對 R&D 在出口-生產力間闗係的角色進

行審視。由於目前尚無支持 R&D 與出口間存在因果關係的明確論證 (如

同圖 2-1 的虛線所示)，本研究在第二階段的估計進行數個不同的計量方

法。 

 

一、實證模型設定 

    依據參考文獻上對 R&D 決定因素的研究，本文以下對印尼廠商 R&D

活動的估計式包括三類的決定因素，包括：廠商層面的控制、國際的連結，

以及產業層面的特徵。 

    
itititit

itititititit

YDUMSCICRMNC

EXPRGRKLSKILLSIZERD







9876

543210

4                 

lnln
      (1) 

    本文採用兩種 R&D 活動的衡量方式：其一為如果廠商 R&D 支出為正

值，則其虛擬變數為 1，另一個則是以 R&D 支出佔收益的比例來表示 R&D

密集度。下標 i 及 t 分別表示廠商 i 及年度 t。 

    此外，控制包括廠商規模 (SIZE)、技術密集度 (SKILL)、資本密集度 

(KL) 及廠商成長率 (GR) 等 4 個廠商特徵變數。而廠商規模以員工人數

衡量，且其通常被認為會影響廠商的創新傾向。儘管大量的文獻對廠商規

模及創新間的關係仍未定論，但在發展中的經濟體卻發現正向關係的證據 

(Ramstetter and Yang, 2009)。技術密集度及資本密集度，則分別利用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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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數相對總員工人數的比例及每位員工的固定資本進行衡量。12 這兩

個相對的決定因素可能都與 R&D 正相關。 

    國際連結變數包括出口密集度 (EXPR) 及國外份額 (MNC)。大部分的

研究 (如 Braga and Wilmore (1991), Lee (2008), Aw et al. (2007)) 皆認為出

口商具有較高的創新傾向。然而無論是全額持有或合資，在開發中國家跨

國公司的子公司的證據則是較弱或者混雜的。例如，在印度發現正向關係 

(Lall, 1983)，在馬來西亞則是不顯著 (Lee, 2004)，在中國則是發現負向關

係 (Lundin et al., 2007)。印尼的國外直接投資 (FDI) 可能是因為區域的優

勢，如資源秉賦、廉價的勞動力以及政府的政策。跨國企業可以使用印尼

的資源秉賦、廉價的勞動力以及保留母公司的 R&D 活動來重新分配在印

尼的生產線。因此，他們在印尼的子公司可能幾乎不會關注 R&D 活動。 

    CR4 為前 4 大廠商的集中度，其以 3-digit 產業碼計算來表示該市場的

競爭程度。熊彼得假設集中度愈高的產業將帶來更多的 R&D 活動，其並

在現有的廠商層級的資料得到廣泛的支持。13 SCI 為如果廠商屬科技產業

時，其值為 1 的虛擬變數，這是用來控制不同產業的特徵可能的技術機會

的差異。最後，估計模型中包含了年度別的虛擬變數，用以捕捉總體經濟

條件的影響。 

    因為R&D活動以二元變數衡量，本文利用 Probit模型估計第 (1) 式。

                                                      
12因為固定資本的估計過多的遺漏值，本研究參考 Battese et al. (2004) 之方式，將操作成本視為

資本。操作成本包含電力、石油、保養、資本產品的維護及建築物的支出，以及機器租賃。 
13有關 R&D-集中度間關係的完整文獻回顧，請參閱 Aghion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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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當應變數為 R&D 密集度時，本文採用 Tobit 模型估計第 (1) 式。在第二

階段，本文參考 Sjöholm (2003) 對出口及生產力設定如下的 2 個方程式的

聯立模型。 

      itit

ititititit

uDummyTimeEXPR

MNCDIMPKLRDLP




 1_                   

lnln

65

432
*

10




           (2) 

ititit

ititititit

vDummyTimeLPDEXP

MNCDIMPKLRDEXPR




 1_ln                     

ln

765

432
*

10




         (3) 

    在第 (2) 及第 (3) 式中，因變數分別為勞動生產力 (LP)，以及出口

密集度。勞動生產力以每位員工的百萬盧比衡量。為解決 R&D 決策對生

產力及出口影響的內生問題，在這兩式中的 R&D 密集度 (RD*
it) 為利用 

Tobit 模型估計計算得出之工具變數。如同圖 1 所示，因為 R&D 投入是生

產力的關鍵因素，故預期其對生產具正向顯著影響 (Van Dijk ,2002)。資本

密集度 (KL) 對印尼廠商而言，可能扮演影響生產力及出口的重要特徵。

由於資本密集度較高的廠商在勞動力使用方面的節省，而被預期顯現較高

的生產力。然而，資本密集度對出口行為是否及如何影響尚無法確認。

Wakelin (1998) 認為資本密集度可以強化出口的成功，因為其將過去的創

新具體化；而對於資本缺乏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尼則是相反 (Van Dijk, 2002)。

較特別的是，印尼的出口集中於勞力密集商品，表示資本密集度及出口間

可能的負向關係。DIMP 是一個二元變數，如果廠商在中間原物料有透過

進口則其為 1，其被認為是印尼廠商提高生產力及增加出口的重要學習管

道 (Sjöholm, 1999; Sjöholmand Takii, 2004, 2008)。Amiti and Koning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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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以降低進口關稅來進行貿易改革可以對廠商的生產力產生貢獻，因為

較廉價的進口投入可以經由學習、多樣化及品質等效果提升生產力。 

    MNC 表示外國廠商持有廠商之份額。在開發中國家中，因為跨國企業

擁有較優越的技術及管理知識，故其被預期較當地的競爭企業具生產力

(Park et al., 2016; Lindblad, 2015; Lenaerts and Merlevede, 2015; Bruno and 

Cipollina , 2018)。跨國企業在獲得優越的生產技術、管理知識以及及擁有

複雜的 (國際的) 市場網路方面，較當地其他條件相同的廠商享有某些優

勢 (Ramstetter, 1999)，因此其被認為可以出口更多；反之亦然。在第 (3) 式

中，DEXP 表示出口在該地區總產出中之佔比。根據 Sjöholm (2003)，在印

尼出口區域的聚集是一個明顯的特徵，而這也影響廠商的出口行為。 

    為檢定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的假設，大部分的研究採

用簡單 Granger 因果檢定以檢測生產力及出口的落後項對當期出口及生產

力的影響。如果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的確存在，則落後一

期 (1 年) 的落後項的影響將會是顯著的 (Wagner, 2007)。但是因為本研究

的資料只包含 3 個年度別，這也使我們無法生產力及出口的落後項考慮進

入估計模型；故本研究僅在生產力估計式 (第 (2) 式) 中將落後 1 年的出

口密集度變數(EXPR_1)包含在估計模型中。出口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表

示過去的出口經驗將正向影響目前的出口，這也支持 learning-by-exporting

假設。相對地，落後一期的生產力變數(lnLP_1)被包含在出口的估計式中

以檢定是否存在 self-selection 假設。生產力變數落後項的估計係數顯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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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表示在其他條件相同下，生產力愈高的廠商傾向出口更多。 

    過去對印尼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效果的研究，主要只

估計單一方程式。為考量估計第 (2) 及第 (3) 式系統存在的 R&D 決策內

生的問題，本研究採用 3 階段最小平方法。首先，我們先估計第 (1) 式以

獲得 R&D 的預測值 (RD*)，並作為工具變數，並包含於估計第 (2) 及第 (3) 

式的解釋變數，用以修正R&D與殘差項間的相關性。在估計第 (2) 及第 (3) 

式的系統的第二步驟方面，本文採用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SURE)控制因果關係。如同第 (2) 及第 (3) 式所顯示，出口及生產力的

落後項分別進入生產力及出口的估計式中，表示無法直接地偵測他們的因

果關係。SURE 方法假設估計式間因為誤差的相關而存在相關性，而這種

聯合估計方式較將方程式逐一使用 OLS 估計，獲得更有效率的估計結果

(Zellner, 1962)。 

 

二、資料來源及敘述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為印尼中央統計局(Indones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iro PusatStatistik, BPS))所執行的印尼工業調查 (Indonesian 

industrial survey)。這項調查僅包括 20 個員工以上的中大型廠商，而這項

調查的覆蓋率隨時間而有所差異。14 為了分析 R&D，本文使用 1998-2000

年的工業普查，資料數量分別為 21,423、22,070 和 22,174 筆。在移除有遺

                                                      
14這個調查所考量的問題及包含的變數，請參考 Takii and Ramstetter (2005)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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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值的廠商或者不合理的數字，以及為能處理估計的需求而包含落後一期

的樣本，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為包含 38,637 個觀察個數。15 表 2-2 為變數

的定義以及敘述統計。

                                                      
15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嚴重地影響印尼的經濟，而使 1998 至 2000 年為一個非常態的期間，故使用

印尼 1998 至 2000 年資料探討 R&D、出口及生產力間的交互關係是不適當的。但如同現有的文

獻已經廣泛地討論出口-生產力間關係，且大部分文獻支持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效果，這個關係可以使用不同國家及時間點的資料進行廣泛探討。因此，本研究得到的計量結果

對於解釋生產力-出口間關係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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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變數定義及敘述統計 

 

變數 定義 平均數 標準差 

LP 勞動生產力：百萬盧比/每人 63.349 463.717 

SIZE 廠商規模：雇用員工人數 201.503 702.992 

KL 資本密集度：產出 (百萬盧比) 相對員工人數 1.418 10.542 

SKILL 技術密集度：白領員工人數相對總員工人數之比例 (%) 15.578 15.008 

GR 廠商產值成長率 (%) 49.051 937.068 

EXPR 出口密集度：出口相對總產出之比例 (%) 12.141 30.461 

RDR R&D 密集度：R&D 支出相對總產出之比例 (%) 0.067 0.707 

MNC 外國持有比例：外國資本持有比例 (%) 6.017 21.663 

DIMP 原物料進口之虛擬變數 0.198 0.398 

DEXP 區域出口佔總產出之份額 (%)  18.464 15.780 

CR4 4-digit 產業分類碼下之前 4 大廠商集中度 (%) 36.181 22.029 

註：表中之統計量係以 1999 及 2000 等 2 年之數字計算得出，而落後變數之統計量則是以 1998 及 1999 等 2 年數字計算。所有的貨幣

單位皆以 1998 年的 CPI 為基準年進行平減。1999 及 2000 年之平減指數分別為 1.208 及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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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證結果與討論 

一、印尼製造業廠商 R&D 的決策 

    表 2-3 為印尼製造業廠商的 R&D 活動決策的一系列估計，其中第 (1) 

至 (3)以 Probit 模型估計，第 (4) 至 (6) 以 Tobit 模型估計。因為印尼廠

商的 R&D 活動為數仍少，所以本文同時採用兩種估計方法以確認在印尼

R&D 活動的決定因素。藉著檢查在兩種不同估計式間差異的影響過程，可

以使我們獲得強健的估計結果。在不同模型設定下，重要的估計結果都是

類似的，表示 R&D 活動在不同估計的決定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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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印尼製造業廠商 R&D 之決定因素 

 

 Probit 模型 Tobit 模型 

(1) (2) (3) (4) (5) (6) 

Constant 

 

lnSIZE 

 

SKILL 

 

lnKL 

 

GR 

 

EXPR 

 

EXPR_1 

 

MNC 

 

CR4 

 

SCI 

 

T-Dummy 

 

-2.630*** 

(0.045) 

0.255*** 

(0.008) 

0.008*** 

(0.001) 

0.123*** 

(0.006) 

1.32e-05* 

(6.98e-06) 

0.005*** 

(0.0003) 

 

 

0.0002 

(0.0003) 

0.001*** 

(0.0004) 

0.114** 

(0.020) 

0.091*** 

(0.019) 

-2.629*** 

(0.045) 

0.283*** 

(0.008) 

0.007*** 

(0.001) 

0.124*** 

(0.006) 

1.60e-05* 

(7.11e-06) 

 

 

0.004*** 

(0.0004) 

0.0009** 

(0.0004) 

0.0002 

(0.0004) 

0.122*** 

(0.020) 

0.039** 

(0.020) 

-2.651*** 

(0.045) 

0.290*** 

(0.007) 

0.007*** 

(0.001) 

0.122*** 

(0.006) 

1.56e-05** 

(7.08e-06) 

 

 

 

 

0.001** 

(0.0004) 

-0.0003 

(0.0004) 

0.127*** 

(0.020) 

0.104** 

(0.019) 

-6.141*** 

(0.128) 

0.528*** 

(0.019) 

0.019*** 

(0.001) 

0.234*** 

(0.019) 

1.98e-05 

(1.57e-05) 

0.010*** 

(0.001) 

 

 

-0.0001 

(0.0008) 

0.003** 

(0.001) 

0.344*** 

(0.047) 

0.160*** 

(0.045) 

-6.128*** 

(0.128) 

0.584*** 

(0.019) 

0.017*** 

(0.001) 

0.239*** 

(0.014) 

2.37e-05 

(1.58e-05) 

 

 

0.007*** 

(0.001) 

0.001 

(0.001) 

0.0015 

(0.001) 

0.358*** 

(0.047) 

0.062 

(0.047) 

-6.211*** 

(0.128) 

0.602*** 

(0.018) 

0.017*** 

(0.001) 

0.238*** 

(0.014) 

2.29e-05 

(1.59e-05) 

 

 

 

 

0.002** 

(0.001) 

0.0003 

(0.001) 

0.369*** 

(0.047) 

0.185*** 

(0.044) 

Sigma 

 

# of obs. 

 

 

35,766 

 

 

35,335 

 

 

35,766 

2.392*** 

(0.029) 

35,766 

2.382*** 

(0.029) 

35,766 

2.398*** 

(0.029) 

35,766 

註：刮號中數字為標準差，又 ‘***’, ‘**’, 及 ‘*’ 分別表示估計係數在 1%, 5%, 
及 10% 顯著水準下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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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結果皆表示 R&D 傾向及強度與廠商的規模正向相關。這樣的結果

也與大部分對開發中國家的發現一致，亦即大廠商在進行 R&D 上具有優

勢，也與大廠商比小廠商更傾向於進行 R&D 的熊彼得假設。相對於勞力

密集產業的廠商，在印尼技術密集和(或)資本密集廠商存在較高的 R&D 傾

向及強度，與中國 (Lundin et al., 2007) 及印度 (Lall, 1983) 的發現一致。

這樣結果符合經濟直覺，因為技術密集和(或)資本密集廠商會較為積極的

進行 R&D 活動以發展新的產品或製程。然而，對於 R&D 活動與廠商成長

間關係的結果則較不一致。又 Probit 估計結果顯示，所有的估計結果與廠

商的成長的關係均顯著為正。但在 Tobit 的估計結果方面，廠商成長率的

估計係數為正向，但並不顯著。因為本文以廠商成長率當成市場規模的替

代變數，因此實證結果顯示較具市場規模的廠商會較傾向從事 R&D。然而

他們 R&D 強度並不顯著較高。 

    至於與國際連結方面，所有的估計結果均顯示出口強度與 R&D 間的

正向顯著關係，表示出口商較非出口商具有較高的創新傾向或較高的機率

成為創新者。因為全球市場的嚴浚競爭壓力，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 (Lee, 

2008)以及泰國 (Intarakumnerd et al., 2002)等都廣泛採用出口導向成長策

略，也促使出口商投入更多的力量在 R&D。如同圖 1b 所描繪，一個值得

注意的點在於R&D與出口可能同時互為因果。因此，利用由 equation (1) 得

到的配適值 RD* 代入 equation (3) 進行估計可能得到偏誤的估計結果。

因此，本文使用落後一期出口 (EXPR_1)，以及將出口變數排除在估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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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等兩種方法，以解決這個偏誤的問題。如同第 (2) 及 (5) 行的估計結

果顯示，EXPR_1 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表示國際市場的競爭確認帶來

R&D 強化效果。 

    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的子公司是否有更高的傾向進行 R&D 活動? 從

MNC 的估計係數可以觀察到不同估計式的估計結果並不一致。在其中三

個估計式的估計係數得到正向顯著的結果 (5%的顯著水準) ，而另外三個

估計式則無法得到 R&D 活動與外國所有權間的關係並不顯著。造成此種

現象可能的原因在於印尼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 都專注於獲取天然資源

以及使用廉價的勞動力。而這樣的結果與印度 (Lall, 1983) 以及馬來西亞 

(Lee, 2004) 類似。 

    至於產業競爭對於廠商 R&D 的影響的估計結果是混雜的。如同

Aghion et al. (2005) 的回顧強調的，大部分的實證結果都是會支持集中度

和創新間正向關係的熊彼得假設。然而只有第 (1) 及第 (4) 的估計結果顯

示集中度與 R&D 間的正向關係，但其他估計結果並未發現產業集中度與

R&D 間顯著的關係。這表示集中度-創新關係的熊彼得假設在印尼製造產

業並不能獲得強而有力的支持。此外因為在科技產業的技術機會較為豐富，

使得科技產業公司較非科技產業公司有較高的 R&D 傾向及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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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力-出口間關係 

    緊接著，本文藉著考慮 R&D 投資的內生選擇來探究印尼製造廠商的

生產力-出口間關係。為能處理估計式 (3) 中 R&D 與出口間的內生因果關

係，本文利用表 2-3 中第 (5) 及第 (6) 行得出的配適值 RD*，再使用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SURE) 估計第 (2) 及第 (3) 式。表

2-4 為實證結果。R&D 變數的估計如模型 (a) 及 (b) 所顯示，其 RD*為由

表 2-3 估計結果(5)與(6)獲得的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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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印尼製造業廠商生產力-出口間關係估計結果 

 (a) (b) 
Productivity equation   

Constant 4.543*** 4.535*** 

 (0.029) (0.028) 

RD* 0.422*** 0.414*** 

 (0.008) (0.008) 

lnKL 0.241*** 0.245*** 

 (0.004) (0.004) 

DIMP 0.340*** 0.340*** 

 (0.016) (0.016) 

MNC 0.006*** 0.006*** 

 (0.0003) (0.0003) 

EXPR_1 0.002*** 0.001*** 

 (0.0003) (0.0003) 

T-Dummy 0.026** -0.023* 

 (0.012) (0.012) 

Export equation   

Constant 42.713*** 33.368*** 

 (0.767) (0.803) 

RD* 13.194*** 10.297*** 

 (0.197) (0.207) 

lnKL -3.977*** -3.038*** 

 (0.111) (0.114) 

DIMP -4.826*** -2.947*** 

 (0.420) (0.432) 

MNC 0.174*** 0.197*** 

 (0.007) (0.008) 

DEXP 0.305*** 0.314*** 

 (0.010) (0.010) 

lnLP_1 0.0007** 0.0006* 

 (0.0003) (0.0003) 

T-Dummy -3.242*** -3.491*** 

 (0.317) (0.326) 

# of obs. 35,335 35,335 

註：刮號中數字為標準差，又 ‘***’, ‘**’, 及 ‘*’ 分別表示估計係數在 1%, 5%, 
及 10% 顯著水準下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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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觀察表 2-4 上半部生產力函數的估計結果。R&D 在印尼是否有

對強化生產力存在顯著的影響? 兩個模型對 R&D 變數的估計在 1% 顯著

水準下正顯著，表示 R&D 支出對勞動生產存在正向影響。這也提供印尼

從事較多 R&D 的廠商將導致較高勞動生產力的證據。又 R&D 彈性估計大

約為 0.42，表示每增加 1%的 R&D 投資平均而言可以使廠商的勞動提高

0.42%。雖然印尼製造業廠商從事 R&D 的程度較低，且主要生產勞力密集

的產品，但 R&D 資本對勞動生產力的影響似乎相當大。16 這樣的發現表

示 R&D 可以扮演影響印尼經濟發展及提升技術層次的關鍵角色。17 

    至於其他對勞動生產力影響因素的估計，則是與過去對印尼製造業廠

商的研究的結果一致。資本密集度對勞動生產力存在正向顯著的影響，表

示資本密集度越高，勞動生產力的績效越好。受益於學習效果，進口中間

原物料的廠商的勞動生產力，較不進口中間財貨的廠商為高。這樣的結果

與 Sjöholm (1999)和 Sjöholm and Takii (2004, 2008) 的發現一致。另外，

MNC 變數的估計係數在兩種估計結果中皆在 1%的顯著水準下正向顯著，

表示在印尼跨國公司比當地競爭對手較具生產力。這是因為跨國公司在開

發中國家中，較當地公司擁有較為優越的技術及知識管理。 

    印尼的出口商是否正如理論文獻所論述，因國際競爭而較具生產力?

在各種的估計結果中，落後一年的出口密集度變數為正向顯著，表示印尼

                                                      
16
可以參考 Mairesse and Sassenou (1991) 對於在已開發國家中 R&D 對產出貢獻估計的文獻回

顧。 
17
對於像印尼這樣發展較慢的國家，從國外的技術移轉也是提高生產力的另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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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出口經驗可以促進提高生產力，表示支持 learning-by-exporting 假設。

18 在其他變數保持平均的情況下，估計係數的結果表示出口商的勞動生產

力較非出口商高 1.2%。因為印尼的出口集中於與天然資源相關及勞力密集

產品，如木材及紡織產品等，所以藉由出口到國外市場帶來的競爭效果似

乎提升他們的勞動生產力。雖然這些結果似乎突顯出口刺激生產力的因果

關係，但因本研究使用短時間的資料，以致證據較為有限。 

    相同的，表 2-4 下半部顯示出口估計式的估計結果。R&D 密集度的估

計係數在 1% 顯著水準下顯著，顯示支持 Van Dijk (2002) 的發現，亦即在

大部分印尼的製造產業中 R&D 的支出正向影響出口活動。進行 R&D 的內

生決策對於印尼製造廠商提升技術能力，以及促進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是有幫助的 (Fryges et al., 2015)。 

    另外，捕捉資本密集度 (lnKL) 的變數在所有的估計式皆呈現負向顯

著，此結果不在預期中。雖然資本密集度可以強化已開發國家廠商的出口 

(Wakelin, 1998)，出口勞力密集產品對印尼製造業廠商而言，似乎比出口

資本密集產品具更優勢，這與 Van Dijk (2002)的發現一致。而進口虛擬變

數的估計數是令人驚訝的顯著為負，這個與過去的文獻 (Sjöholm (1999) 

為正向顯著及 Sjöholm and Takii (2008)為不顯著) 的估計結果不一致。因為

在出口的衡量方式差異，本文的結果不能上述這些文獻結果直接比較。我

們的估計暗示在印尼使用進口中間財以生產最終財的廠商，較其他廠商的

                                                      
18
勞動生產力並無法真正衡量 TFP；但若將其與資本存量之關係去除後，則可將 TFP 具體化。因

為資本價格的獲得困難，可能導致降低偏差的優勢。這與印尼廠商不完整的資本資料特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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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密集度為低。這有部分可能因為印尼出口主要集中於天然資源產業，

如木材產業。所有估計結果均表示外國所有權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出口行為，

這也支持外國網路與印尼廠商出口間的重要關係  (Sjöholm and Takii, 

2008)。Sjöholm (2003)指出，出口區域的聚集在印尼是明顯的，這也影響

廠商的出口行為。而本文也因為 DEXP 的係數在所有的估計式中皆正向顯

著，而支持此一論點。 

    而是否因為存在於國外銷售的的固定成本而使只具有生產力的廠商

可以進入國際市場? 生產力與出口間的正向關係是否可歸因於具生產力的

廠商出口的 self-selection? 出口的估計係數在所有的估計式皆正向顯著，

表示 self-selection 的假設是被支持的。 

    研究人員普遍認為東南亞國家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在於出口導向政

策。政府的問題在於利用大部分的資源在促進出口是否合適，取決於出口

及生產力間的因果關係。上述的分析證明印尼製造產業同時存在

self-selection 以及 learning-by-exporting 效果。這個如何促進出口的議題對

於開發較慢的國家如印尼尤其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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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章結論 

過去的實證研究已經表示出口與生產力存在強健及普遍存在的相關

性，然而針對創新在生產力-出口間關係的角色仍然偏少。內生成長理論認

為創新是驅動經濟成長的力量，且研究強調東亞國家出口導向成長是其成

功的發展策略。印尼，一個東南亞國家，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恢復，

已經採行一連串促進出口的經濟改革，其也開始體認 R&D 的重要性。然

而，對印尼製造業廠商的研究並未充分探討 R&D 的決定以及 R&D 在生產

力-出口間關係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利用1998至2000年間印尼製造業調查來研究R&D的決定因素，

以及 R&D、生產力和出口間相互關係。各種對 R&D 決定因素的估計皆發

現，規模較大、較優越的技術及較高的資本密集度會投入更多的力量於

R&D 密集度的創新活動。至於 R&D 對國際連結的影響方面，出口活動預

期經由競爭及學習效果對於廠商的 R&D 活動產生正向影響。因為在印尼

的跨國企業可能專注在使用天然資源以及廉價的勞動力，而不在 R&D 活

動上，而使其相對印尼當地的對手企業並未顯現較強烈的 R&D 傾向。另

外，由集中度及 R&D 密集度的正向關係，顯示熊彼得假設的市場集中度

與廠商 R&D 正相關得到支持。 

在考慮 R&D 決策的內生性後，R&D、生產力及出口間關係的估計顯

示 R&D 對生產力及出口具有正向貢獻。重要的是，生產力顯示對出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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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顯著的影響，反之亦然，而這也提供支持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等假設的證據。本研究亦發現跨國公司相對印尼在地

的製造業更具生產力與高出口密集度。 

本研究有兩項政策意含。其一，因為創新活動在印尼製造業廠商間並

不普遍，所以瞭解廠商 R&D 傾向的決定因素對印尼政府而言是重要的。

因為 R&D 對維持成長以及對生產力及出口貢獻的重要性，政府應制定一

些鼓勵廠商投入更多力量在 R&D 上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在未來產業結構

的轉變方面。然而，因為從先進國家中獲得技術可以直接滿足技術需求，

且可以比 R&D 更不具風險；對印尼廠商而言，技術進口及技術許可等外

部技術來源可能更有效率地提升提高印尼廠商的生產力。其次，本研究實

證結果支持出口的經驗對強化廠商生產力方面是有助益的，亦即支持

learning-by-exporting 效果。既然出口對印尼是重要的發展策略，如何促進

與幫助廠商在全球市場上競爭，是值得印尼政府認真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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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附錄一：印尼製造業之 R&D、出口

及生產力概況  

表 2-5 顯示印尼製造業的 R&D 密集度是較低的，在 1999-2000 年時平均只

有 0.092%。R&D 密集度的範圍為由 0.017% (煙草製品和回收工業) 至

0.327% (無線電、電視和通訊設備等)。另一方面，平均出口密集度大約為

9.848%。儘管印尼製造業的平均出口密集度並不高，但在各產業間的分佈

範圍極廣。出口密集度最高的兩個產業是家具業及木製產品業，出口密集

度分別為31.942%及28.631%。這樣的發現表示因為印尼豐富的森林資源，

使其主要出口為木製產品和木製家具。相對地，如辦工、會計、計算、機

械和回收等少數產業的出口密集度小於 1。而不同產業的勞動生產力的分

佈範圍亦很廣。基礎金屬業的平均勞動生產力為 291.2 百萬盧比，約為回

收產業 (18.341 百萬盧比) 18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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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印尼製造業 R&D、出口及勞動生產力概況 

國際標準產業

碼(ISIC) 
產業別 觀察個數    R&D 密集度 (%) 出口密集度 (%) 勞動生產力(百萬盧比/每人)  

31 食品業 10,232 0.039 6.510 65.665 

   (0.366) (23.083) (215.509) 

32 紡織業 7,444 0.053 13.951 48.312 

   (0.729) (32.087) (803.386) 

33 木材業 3,090 0.054 28.631 39.214 

   (0.346) (41.842) (97.503) 

34 製紙業 1,662 0.080 3.100 51.849 

   (0.639) (15.589) (100.152) 

35 化學業 4,572 0.135 9.511 116.966 

   (0.975) (26.444) (405.641) 

36 非金屬製品業 3,621 0.036 2.867 16.714 

   (0.302) (14.211) (43.191) 

37 
金屬製品業 
(Metal products) 

377 0.100 11.390 291.200 

   (0.829) (28.353) (1200.210) 

38 
金屬製品業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s) 

2,058 0.071 5.935 88.780 

   (0.564) (20.758) (772.710) 

39 其他製造業 5,581 0.102 24.126 57.507 

   (1.143) (40.734) (270.516) 

註：刮號中數字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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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附錄二：穩健性分析 

    如同圖 2-1b 所繪，除了出口及生產力的因果關係，出口與 R&D 間可

能是交互相關的。有些研究，如 Melitz (2003), Baldwin and Gu (2004), 及 

Aw et al. (2007, 2008)，宣稱利用統一架構來研究 R&D、出口及生產力間的

交互關係是必需的。這表示藉由將 R&D 當成是一個外生選擇的決策，會

導致生產力-出口間關係的偏誤估計。為得到 R&D、生產力及出口間交互

關係的穩健結果，本文進一步採用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SURE) 

來估計方程式 (1) 至 (3) 的系統。實證結果如表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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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R&D、生產力及出口間之 SURE 估計 

 (1) 
估計係數 

 
標準差 

(2) 
估計係數 

 
標準差 

RD equation 
Constant -0.144*** (0.018) -0.148*** (0.018) 
lnSIZE 0.039*** (0.003) 0.040*** (0.003) 
SKILL 0.001*** (0.0003) 0.001*** (0.0003) 
lnKL 0.008*** (0.002) 0.009*** (0.002) 
GR 4.55e-07 (3.91e-06) 2.03e-07 (3.91e-06) 
EXPR_1 0.0006*** (0.0002)   
MNC -9.62e-05 (1.78e-04) -3.53e-05 (1.77e-04) 
CR4 0.0004** (0.0002) 3.46e-04** (1.69e-04) 
SCI 0.048*** (0.008) 0.048*** (0.008) 
T-Dummy -0.001 (0.008) 0.005 (0.007) 
Productivity equation 
Constant 3.163*** (0.010) 3.163*** (0.010) 
RD -0.007 (0.008) -0.006 (0.009) 
lnKL 0.375*** (0.004) 0.376*** (0.004) 
DIMP 0.618*** (0.016) 0.619*** (0.016) 
MNC 0.009*** (0.0003) 0.009*** (0.0003) 
EXPR_1 0.002*** (0.0003) 0.002*** (0.0003) 
T-Dummy 0.039*** (0.012) 0.039*** (0.012) 
Export equation 
Constant -0.787* (0.429) -0.775* (0.430) 
RD 2.178*** (0.225) 1.991*** (0.225) 
lnKL 0.192** (0.097) 0.194** (0.097) 
DIMP 3.780*** (0.424) 3.790*** (0.424) 
MNC 0.275*** (0.008) 0.275*** (0.008) 
DEXP 0.309*** (0.010) 0.309*** (0.010) 
lnLP_1 5.85e-4* (3.33e-04) 5.86e-04* (3.33e-04) 
T-Dummy -1.598*** (0.335) -1.598*** (0.335) 
# of obs. 35,335   35,335   

註：刮號中數字為標準差，又 ‘***’, ‘**’, 及 ‘*’ 分別表示估計係數在 1%, 5%, 

及 10% 顯著水準下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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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表 2-3 及表 2-4 的估計結果類似，但表 2-6 在一些因素在每個估計

式的結果差異極大。R&D 方程式的估計顯示大規模的廠商，較高的技術及

資本強度，會較傾向進行 R&D，而成長率的影響變得不顯著。至於與國際

連結的影響方面，出口對廠商 R&D 強度存在正向顯著的影響，與馬來西

亞 (Lee, 2004) 及台灣 (Aw et al., 2007) 的結果一致。在所有權的估計方面，

若屬國外所有權，則其相對於當地的競爭對手有較低的 R&D 密集度，但

此部分的估計結果並不顯著。而若該產業之集中度較高，亦或者屬於科技

產業，將 R&D 密集度皆顯著較高，反之亦然。 

    表 2-6 中間及最下方為對生產力及出口的估計結果。專注在生產力與

出口的關係上，出口的落後項 (EXPR_1) 及勞動生產力的落後項 (lnLP_1) 

在所有估計式的中再一次顯著為正。在試圖釐清因果關係方面，廠商資料

分析顯示印尼製造業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假設同時存在。

這反映有效率的廠商選擇進入出口市場，且出口經驗將導致印尼製造業廠

商更具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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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應用共同邊界生產函數探

討印尼與泰國製造業的生產效率 

第一節  前言 

印尼及泰國，皆為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的創始國，且由於印尼與泰國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擁

有很多相似的條件跟表現；其中，印尼於1980年代末期進行進一步改革，

外資大量湧入，且主要為出口導向製造業，造成其於1989年至1997年間平

均年經濟成率亦超過7%。至於泰國方面，其在1985年至1995年間曾經是世

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然而，在經歷過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後，這兩國皆受創甚深。因此，對該兩國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製造業的後

續表現，將是本研究主要關心重點。 

首先，在經濟成長的表現方面，在1990年代初期，兩國皆被世界銀行 

(World Bank) 認定為體質優良的亞洲經濟體 (Highly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並且被公認為受益於市場導向的範例。在1968年，這兩國的

人均GDP是分別是印尼的708.9美元，以及泰國的829.8美元；然而至2004

年時，印尼人均GDP為2,416.8美元，泰國人均GDP則已經為4,190.1美元。 

由於出口對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皆有著重要的角色，由早期出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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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資源，到後期國際化貿易專業分工，到近期更轉型出口更多元的產品。

兩國的出口除了1970年代中期與1980年代中期因石油危機衝擊外，出口成

長率大致有10%以上。又在這兩國出口佔GDP的比例方面，1960至1970年

時，其比例約在 10%至 20%間。自1980年以來，則該比重皆快速上升。

其中，泰國從1988年突破30%後，至1998年則已突破50%，甚至到 2000年

後該比重更爬升至60%以上；印尼則自1970年中期開始約略維持在 20%至 

30%間，且在1998年後其比重也突破30%，可知出口對印尼的GDP具有一

定的貢獻。 

另外，這兩個國家亦先後啟動貿易改革的相關措施。首先，泰國貿易

改革為自1960年代早期設立投資委員會 (Board of Investment, BOI) 開始。

自1961年推動進口替代策略 (import substitution) 保護國內產業促進口業

化，到第二階段從1972年開始，開始鼓勵勞力密集產業出口。而印尼的貿

易改革始於1967年，其為蘇哈托政府上台時。然而由於民族主義之故，又

變成比較嚴格。因此，實際的貿易改革到1980年代才開始。印尼的貿易政

策為藉由採用以鼓勵出口為目標的相關措施，由進口替代轉變為消除出口

偏見 (Jacob and Meister, 2005)。該國政府又進行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的

減少、開放匯率政策、經常性地貨幣貶值以支持出口成長。 

基於以上的說明，本文欲將此兩國拿來相比較，探討其製造業在經歷

金融風暴後的生產效率。基於不同的國家，面對內部不同的生產要素的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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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以及政府管制條件，個別應有不同的生產技術，所以本研究採用兩階

段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 來估計個別群組與共同邊界的技術效

率 (stochastic metafrontier (SMF) regression method)。將於文獻回顧與模型

設定時，說明此模型適合分析本文所關切議題的理由。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不同的群體往往因為政治體系的差異、該國政府法令管制、風俗民情

或經濟環境不同，進一步影響廠商用以生產的要素資源，最終導致各群體

投入與產出的態樣。也因此，探討生產力效率時，利用單一生產函數以比

較不同群體間之差異，將產生偏誤的分析結果。因此，探討不同群組間的

生產效率，各群體應有各自的生產邊界函數；並再進一步以宏觀的角度，

用整體樣本來談論共同生產邊界函數。Battese and Rao (2002) 提出共同邊

界的概念，他們假設不同的樣本會存在不同的資料產生機制。隨後，Battese 

et al. (2004) 則是利用隨機共同邊界分析印尼分布在5個不同地區的成衣業

之生產效率。O’Donnell et al. (2008) 更進一步使用了兩階段方式來估計共

同生產邊界；其中，他們估計的第一階段，利用隨機邊界模型 (SFA) 分別

估計不同的群組樣本。而在第二階段時，利用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線性規劃的概念來推估2群組的共同邊界。此外，O'Donnell et al. 

(2008) 將1986至1990年97個國家的資料區分為非洲、美洲、亞洲及歐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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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利用DEA及SFA等方式估計共同邊界及個別群組的邊界。 

另外，這個研究方法的好處在於不僅可以進行群組內比較，亦可進行

群組間比較。例如，南非在非洲國家的群組內是最有效率的國家，但是若

跟全球共同邊界技術相比時，則是不具效率的。本研究不同於上述文獻，

乃依據 Huang et al. (2014) 的設定，兩階段的估計皆利用 SFA 架構去推

估不同群組的生產邊界與共同生產邊界，以SFA方法取代了 Battese et al. 

(2004) 和 O’Donnell et al. (2008) 第二階段線性規劃方法，有助於改善其

第二階段缺乏統計特性的缺點。 

另外，根據Huang (2014) 的研究，若將其採用的方法與Battese et al. 

(2004) 和 O’Donnell et al. (2008) 的方法進行比較，Battese et al. (2004) 和 

O’Donnell et al. (2008) 所估計出的TGR (technology gap ratio) 相對低估且

誤差較大。儘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論文採用與Battese et al. (2004) 和 

O’Donnell et al. (2008) 相同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分析，如Bos and Schmiedel 

(2007) ，以及 Moreira and Bravo-Ureta (2010)。  

近期，越來越多研究在比較不同群組的生產力邊界時，一樣採用 Huang 

(2014) 所提出的兩階段SMF模型。例如， Chang et al. (2015) 用以比較美

國、中國與台灣會計產業的生產效率。另外，Melo-Becerra and Orozco-Gallo 

(2017) 與 Khanal et al. (2018) 則是應用同樣方法，研究分析哥倫比亞及尼

泊爾農業與畜牧業的生產效率；該類文獻主要考量農家位於不同的區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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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氣候，面對不同的地理環境及氣候會採用不同的耕種或畜牧技術，故將

樣本分群分析。 

Goundan (2018) 亦用此計量方法討論非洲40個國家經濟成長的效率議

題；該文考慮當地早期被殖民的文化，可能導致不同的經濟成長模式，而

將樣本區分為三大群，分別為法語體系、英語體系與其他非洲國家來分

析。 

綜合以上所述，SFA的確為目前應用於分析比較不同群體間生產效率較

為主要之方式。且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文獻利用SMF來分析與比較兩個

經濟條件相當的國家，在歷經重大事件 (指亞洲金融風暴) 後，兩個國家

在特定產業 (本文以印尼及泰國的製造業為樣本進行分析) 的生產效率。

是故，本文在此依據Huang et al. (2014) 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討論。 

 

第三節  理論模型 

本研究依據 Huang et al. (2014) 的設定進行研究。又兩階段的估計皆利

用 SFA 架構去推估不同群組的生產邊界與共同生產邊界，並以SFA方法

取代了 Battese et al. (2004) 和 O’Donnell et al. (2008) 第二階段線性規劃

方法，有助於改善其第二階段缺乏統計特性的缺點。 

隨機共同邊界模型可將兩個不同技術群組之樣本架構於相同的基礎上

進行效率比較，可解決不同技術群組間無法直接比較的疑慮。此模型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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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不同群組技術的差異性，亦可比較兩群組生產技術差距及效率水準表

現。 

依據 Huang et al. (2014) 隨機共同邊界模型設定如下19： 

Yji=f j Xji eVji-Uji， Vij~N 0,σ ， Uij~𝑁 μ Z , σ Z   

j = 1, 2; i= 1,2, …,Nj (1) 

上式 Yji 表示 j 國 i 廠商的實際總體產出水準 ( j = 1, 2分別代表印

尼與泰國);  Xji 代表 j 國的 i 要素投入向量。 f j Xji  為 j 國群組的最

適產出或稱生產邊界產出。 Vji 是隨機變數，服從常態分配 (Vij~N 0,σv
j2 ) ，

且 eVji  代表對生產之隨機衝擊。而 Uji 為非負隨機變數，服從截斷式常

態分配（truncated-normal distribution）， Uij~𝑁 μj Zji , σu
j2 Zji  ， 

 Zji 則指外生變數，且 e-Uji 代表技術無效率，也就是說 j 國 i 廠商

的技術效率 TE (technical efficiency) 定義為： 

TEi
j

=
Yji

fj Xji eVji
= e Uji 0 ≤ TEi

j
≤ 1 (2) 

TE 代表實際產出相對於最大產出的比率，也就是說當 TEi
j

= 1 時， 

j 國 i 廠商的生產效率已經達到最高；而 TEi
j
＜1 時，TE 則代表相對於

最適產出的技術無效率比率。綜而言之，當 TEi
j 越接近1，表示 i 廠產出

水準越接近 j 國群組生產邊界之生產水準。 

                                                      
19 Huang et al. (2014) 採用 Battese and Coelli (1995) 將技術效率從個別群組生產邊界及共同邊

界推導出來，並將環境變數考量解釋無效率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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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國的共同生產邊界函數可以定義為

組的生產邊界函數  fj

f j(Xji)=f M Xji e-Uji
M
， 

是故，我們可以定義個別群組的生產函數與共同生產函數的比率

TGR，如下： 

TGRi
j

=
fj(Xji)

fM Xji

= e Uji
M

TGRi
j 值若越接近一

其生產水準相對先進。

偏離共同邊界程度越嚴重

 

 

圖 3-1：圖示共同邊界生產模型

66 

而兩國的共同生產邊界函數可以定義為 fM(Xji)，包含了兩個個別群

(Xji) ，可以表示成以下的函數關係：

 ∀j, i，Uji
M ≥ 0 

我們可以定義個別群組的生產函數與共同生產函數的比率

ji
M

≤ 1 

值若越接近一，表示 j 國生產邊界越接近共同邊界

。反之，若 TGRi
j 值越趨近於0，代表該國生產邊界

偏離共同邊界程度越嚴重，其生產技術水準相對落後。 

圖示共同邊界生產模型 

包含了兩個個別群

： 

(3) 

我們可以定義個別群組的生產函數與共同生產函數的比率 

(4) 

國生產邊界越接近共同邊界，換言之，

代表該國生產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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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表示共同邊界生產模型：在投入 X 與產出 Y 的關係圖上，可

看出當 j 國投入 Xi 要素向量時，其實際產出為 Yji。當技術效率達到最

大時，產量應可以達到共同邊界上 fj
(Xji) 水準，惟卻可能因為技術無效

率，導致產出只達 fj
(Xji)e Uji  。而若以 2 國全體的生產技術層面來看，

投入 Xji 要素向量，則最適生產水準則應可達到 fM(Xji) 。若觀察實際產

出 Yji 與共同邊界上最適產出 fM(Xji) 的函數關係，可得出三個部分為：

TGRi
j
、TEi

j 與隨機誤差項 eVji，可以下式表示：  

Yji

fM Xji

= TGRi
j

× TEi
j

× eVji (5) 

利用 SFA 計算出 eVji 後，便可以獲得每一個生產單位相對於共同生產邊

界產量的技術無效率值，本文定義為 MTEji  如下： 

MTEji =
Yji

fM Xji eVji
= TGR

i

j

× TEi
j (6) 

同樣的， MTE 代表實際產出相對於兩群組最大共同產出的比率，也就是

說當 MTEji  越接近1，表示 i 廠產出水準越接近2國群組共同生產邊界之

生產水準。 

因此，在估計共同生產邊界函數方面，我們根據 Huang et al. (2014)，

將估計式整理成以下兩式： 

lnYji = lnfj Xji + Vji − Uji , i = 1, 2, … , Nj; (7) 

lnf
j

Xji = lnfM Xji + Vji
M − Uji

M, ∀i, j = 1, 2, … , J (8) 

lnf
j

Xji  代表 j 國的生產邊界，本文將針對泰國與印尼分別估計，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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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共同生產邊界 lnf
j

Xji  。而 Uji
M ≥ 0 假定為 truncated-normal 分配，

且與 Vji
M 獨立。又 Uji

M(Zji) 是 j 國環境變數 Zji 的函數。根據上述估計，

我們將可以得到每個生產單位相對於共同生產邊界的技術效率值： 

MTEi
j

= TGRi
j

× TEi
j
 (9) 

 

第四節  資料來源與敘述 

本研究利用泰國與印尼1999年與2000年製造業廠商普查問卷資料，進

行兩國生產力效率分析。首先在泰國的資料處理方面，因為許多資料因誤

填或其他因素，並不具經濟意義，除剔除不合理數據樣本外，本研究依據 

Ramstetter (2004) 對泰國之研究，刪除銷售產品總值與資本額低於金額相

當1,000泰銖之樣本。是故，在印尼資料處理方面，我們亦相同刪除了銷售

產品總值與資本額低於1,000泰銖的樣本，以利比較。20 另外，因印尼廠商

資料為員工人數20人以上之廠商，為了兩國比較，本研究僅保留泰國廠商

員工數20人以上的廠商(計算人數包含支薪員工、不支薪員工與雇主在內)。

經過處理後，泰國的廠商資料在  1999年與  2000年分別為  5,003筆與 

2,290筆，共 7,293筆；印尼的廠商資料在 1999年與 2000年分別為 3,477

筆與 3,575筆，共 7,052筆。為了提高資料分析結果的準確度，捨棄了擁

                                                      
20 為了同等比較，印尼亦刪除銷售產品總值與資本額低於金額相當於 1,000 泰銖之樣本。1999
年印尼刪除金額低於 US$ 25，而在 2000 年刪除了金額低於 US$26 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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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員工及小規模的廠商，因此本研究並未包含泰國與印尼所有的製造

業廠商。 

表3-1及表3-2分別為本研究實證模型所使用變數之說明及敘述統計量。

由此兩表之統計結果顯示，兩國在勞動生產力及資本密集度之平均數方面

皆差異不大。又在平均總產出方面，泰國平均約7百萬美元，印尼則超逾

泰國2倍達14.5百萬美元。在員工人數方面，印平均約有700餘人，泰國平

均則僅約192人。雖然印尼在平均員工人數為達到泰國3倍以上，然而印尼

卻有較高之資本密集度 (印尼0.474 vs. 泰國0.332)。且若再由敘述統計表 

(即表3-1及表3-2) 中分別以國家別檢視與比較廠商從事R&D，或原物料進

口之比例。可見泰國與印尼在 R&D 方面的發展仍存在一段差距，因為大

多數的製造業回報未投入任何 R&D (印尼投入的有29.5% vs. 泰國有

32.33%)。然而在原物料進口之廠商比例方面，印尼則相對較高 (印尼

50.21% vs. 43.70%)。同樣身為東協中重要的成員，R&D與是否進口原物料

是否造成兩個國家在生產力上產生差異也是本文欲了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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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泰國變數敘述統計 (樣本數：7,293) 

變數 定義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utput 總產出 (百萬美元) 6.980 39.206 0 1356.619 

labor 雇用員工人數 192.023 486.452 20 11,936 

capital 資本額 (百萬美元) 0.332 2.068 0 84.623 

R&D 從事 R&D 廠商數 (虛擬變數) 0.323 0.468 0 1 

IMPORT 進口原物料廠商數 (虛擬變數) 0.437 0.496 0 1 

 

表 3-2：印尼變數敘述統計 (樣本數：7,052) 

變數 定義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utput 總產出 (百萬美元) 14.516  54.375  0.0273  1634.246  

labor 雇用員工人數 716.909  1498.902  20 38,597 

capital 資本額 (百萬美元) 0.474  2.696  0.025  75.622  

R&D 從事 R&D 廠商數 (虛擬變數) 0.295  0.456  0 1 

IMPORT 進口原物料廠商數 (虛擬變數) 0.502  0.50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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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證模型與實證結果 

依據  Huang et al. (2014) ，假定為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投入變數包含線性，平方向與交乘項如下： 

 
  


2

1

2

1

2

1
0 lnln

2

1
lnln

m m
i

k
ikimimkmimi UVxxxY   (10) 

本研究的實證模型採用變數為單一產出 (output) ，以及 2 個投入變數為勞

動人數 (labor) 與資本投入 (capital) ，加上兩個可能影響效率的環境變數 

( Ui = Ziδ ) ，在此利用兩個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其一為該廠商

是否有研發投入 (R&D， R&D = 1 代表該廠商有投入 R&D) ，其二為該

廠商原物料是否透過進口 (IMPORT：IMPORT =1 代表該廠商原物料有向

國外進口採買)。已有相關文獻如 Hall and Mairesse (1995)、Crepon et al. 

(1998)、 Griffith et al. (2004) 及 Griffith et al. (2006) 等證明 R&D 是促進

廠商提高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將其視為影響效率的環境變數之一。

此外，如果廠商在中間原物料有透過進口，被認為是廠商提高生產力及增

加出口的重要學習管道 (Sjöholm, 1999; Sjöholmand Takii, 2004, 2008)。

Amiti and Konings (2007) 認為以降低進口關稅來進行貿易改革可以對廠

商的生產力產生貢獻，因為較廉價的進口投入可以經由學習、多樣化及品

質等效果提升生產力。因此，本研究將其視為影響效率的另一個重要的環

境變數。 

首先，我們利用隨機邊界概似函數 (SFA) 分別估計泰國及印尼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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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函數，表 3-3 為個別國家的估計結果，大部分的變數皆顯著 (1% 顯

著水準下)。員工人數與資本投入對產出的影響與過去的研究的結果一致，

皆正向顯著符合預期 (Ramstetter and Yang, 2009; Sjöholm, 1999; Sjöholm 

and Takii, 2004, 2008)。 

 

表 3-3：第一階段 SFA 

變數 泰國 
 

印尼 
 

Pool 

 
估計值 標準差 

 
估計值 標準差 

 
估計值 標準差 

lnlabor 1.438*** 0.118  
 

0.305***  0.113  
 

0.983***  0.070  

lncapital 0.064  0.054  
 

0.906***  0.080  
 

0.395***  0.043  

lnlabor^2 -0.139*** 0.021  
 

0.009  0.017  
 

-0.071***  0.011  

lncapital^2 -0.053*** 0.005  
 

-0.009  0.012  
 

-0.034***  0.005  

lnlabor* lncapital 0.074*** 0.009  
 

-0.060***  0.011  
 

0.015**  0.006  

constant -2.881*** 0.355  
 

1.272***  0.410  
 

-1.427***  0.238  

環境變數 
        

constant 0.915*** 0.114  
 

0.811***  0.119  
 

0.834***  0.076  

R&D -0.568*** 0.121  
 

-0.395***  0.096  
 

-0.419***  0.068  

IMPORT -0.463*** 0.085  
 

-0.949***  0.216  
 

-0.662***  0.097  

         
γ 0.234  0.053  

 
0.219  0.063  

 
0.193  0.040  

σu
2 0.235  0.062  

 
0.284  0.094  

 
0.219  0.051  

σv
2 0.767  0.032  

 
1.009  0.045  

 
0.917  0.026  

Log-likelihood -10,039.841  
 

-10,494.101  
 

-20,678.020  

註：刮號中數字為標準差，又 ‘***’, ‘**’, 及 ‘*’ 分別表示估計係數在 1%, 5%, 

及 10% 顯著水準下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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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利用表 3-3，我們可以計算出泰國與印尼製造業廠商的規模報酬 

(scale economies，SE)，定義為： 


 



2

1 ln

ln
SE

j jx

Y
 (11) 

SE為要素偏產出彈性的加總，當 SE > 1時，意味著當所有投入均增加 1%，

其產出增加超過 1%，此種產出增加率超過投入增加率的現象，表示生產

規模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IRS) ，廠商可增加投入，獲得

更大的產出水準，也就是說廠商可以藉由擴大營業規模，以降低他的長期

成本；而當 SE = 1 時，為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 ，

表示投入與產出比例正處於最適狀態；同理，當 SE < 1 時，為規模報酬遞

減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DRS) ，暗示廠商應減少投入，縮小它的

營業規模以降低長期成本。在此，我們計算泰國與印尼的 SE，分別為 0.710

與 1.136。如此可推論，平均而言，泰國的廠商將可以考慮縮小營業規模，

而印尼廠商則可以考慮擴大營業規模或藉由合併，以求獲取更高的利潤。 

 

表 3-4：要素投入偏彈性與規模報酬 

 1X

Y




 
2X

Y




 SE 

泰國 -0.013 0.723 0.710 
印尼 0.542 0.595 1.136 

 

另外，從表 3-3 中，可以發現環境變數 R&D 與 IMPORT 對無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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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皆為負向且顯著，表示此兩環境變數皆對技術效率有顯著正向影響。

內生成長理論強調創新在確保長期經濟成長中的角色  (Romer, 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Aghion and Howitt, 1992)，且這種情況發生在

R&D 對生產力成長產生貢獻的時候。僅管 R&D 可以引導出專有的技術並

可以提高生產力，它仍是一個具有風險且耗時的活動。且泰國與印尼的製

造業在東亞洲屬於後進者 (latecomer)，大部分廠商屬於不進行 R&D 活動

的資源密集及勞力密集產業。而在此採取 R&D 與無效率負相關，意味著

廠商可能藉由研發，降低了生產成本與改善產品品質，使無效率下降，與

我們的預期相符。另一方面，在進口原物料方面，廠商能藉由向國外進口

原料，從中吸取新的技術，或是藉由專業分工進口成本較低的原物料，皆

能改善本身的生產效率。因此，IMPORT 與無效率存在負相關亦符合我們

預期，亦與其他文獻得到相同的結論 (Sjöholm, 1999; Sjöholmand Takii, 

2004,2008; Amiti and Konings, 2007)。 

接下來比較兩國的技術效率方面，若泰國與印尼兩國的製造業生產力

資料可歸類為相同一個生產技術邊界函數，則沒有必要採用共同邊界生產

函數 (Meta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因此，本文依據 Battese et al. (2004) 

應用概似比檢定法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 test21) 進行檢定，定義 LR = λ = 

－2 [ lnL(H0)-lnL(H1) ]。設立虛無假設 H0 ：兩國製造業為相同的生產邊界

                                                      
21 檢定統計量為 LR = －2｛ln [ L(H0) / L(H1) ]｝= －2 [ lnL(H0)-lnL(H1) ] ~ χ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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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H1：H0 不為真。而 lnL(H0) 為所有樣本混合在一起，估計隨機邊界

概似函數 (SFA) 所得到的最大概函數值，lnL(H1) 則為個別樣本群分開估

計 SFA 所得到最大概似函數值的總和。運算結果得到的 λ =288.16，也就

是說利用 LR test 進行檢定後，結果為拒絕兩國擁有相同生產邊界的 H0 假

設，可推論出此兩國的生產技術邊界是不相同的，因此本研究利用 SMF

模型估計分析是恰當的。22 

我們利用 SMF 模型估計兩國資料，計算出兩國的生產邊界到共同邊界

的技術效率 (TGR) 與衡量個別廠商產出與共同生產邊界產出的技術效率

值 (MTE)。表 3-5 為兩國各種技術效率的平均估計值，從表可看出泰國與

印尼平均技術效率 (TE) 分別為 0.548 與 0.612。就各自國內的生產效率而

言，印尼廠商似乎較泰國廠商有效率。此外，若比較兩國的 TGR，從表

3-5 一樣可看出印尼 TGR ( 0.953) 大於泰國 TGR ( 0.875) ，也就是說，平

均而言，印尼廠商較泰國廠商擁有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基於 TE 與 TGR 數

值皆為印尼廠商優於泰國廠商。因此，衡量個別廠商產出與共同生產邊界

產出的技術效率值(MTE)，仍以印尼較優，印尼MTE (0.582) 大於泰國MTE 

(0.480)，平均而言，無論 TE、TGR 與 MTE 印尼皆較泰國佳。 

  

                                                      
22 兩國樣本群分別估計 SFA 結果，可算出 lnL(H1) = (-10,039.841) + (-10,494.101) = -20,533.942，
將兩國樣本合併一起估計可得到 lnL(H0) = -20,678.02 ，因此 λ = 288.156 >~ 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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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效率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泰國 TE 0.548  0.141  0.165  0.860  

TGR 0.875  0.125  0.085  1.000  

MTE 0.480  0.142  0.049  0.823  

印尼 TE 0.612  0.146  0.171  0.874  

TGR 0.953  0.077  0.270  1.000  

MTE 0.582  0.142  0.161  0.873  

全部樣本 TE 0.580  0.147  0.165  0.874  

TGR 0.914  0.111  0.085  1.000  

MTE 0.530  0.151  0.049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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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 

過去對生產效率的實證研究為數眾多，然而尚無文獻利用 SMF 模型

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研究。惟如前述，對泰國及印尼進行研究，以作為相關

產業政策之參考，應是重要的。實證結果顯示，平均而言，印尼的廠商無

論 TE、TGR 與 MTE 皆較泰國佳。 

另外，也支持廠商能藉由從事 R&D 與進口原物料改善生產效率。在

經歷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泰國與印尼皆採行一連串促進出口的經濟

改革，其也開始體認 R&D 的重要性。然而，對印尼製造業廠商的研究並

未充分了解 R&D 在生產效率扮演的角色。 

因為創新活動在兩個國家的製造業廠商間並不普遍，本文實證結果支

持 R&D 與進口原物料對改善生產效率的重要性，政府應制定一些鼓勵廠

商投入更多力量在 R&D 上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在未來產業結構的轉變方

面。 

然而，因為從先進國家中獲得技術可以直接滿足技術需求，且可以比

R&D 更不具風險；對廠商而言，技術進口及技術許可等外部技術來源可能

更有效率地提升提高廠商的生產效率，或許政府在制定進口關稅方面也可

考慮，是否藉由降低關稅進而改善國內廠商的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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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主要研究發現 

東南亞國家之經濟發展，一直以來受到各界矚目。其中，東南亞國家

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於1961年成立，其目

的在於加強政府及經濟事務之交流。其後，為能達到區域物流零關稅的目

標，其成員國於2004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 

其中，泰國、印尼、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四國之經濟在1990年代快速

發展，在當時被合稱為「亞洲四小虎」。因此，我國政府為能降低整體台

商對中國大陸投資之集中現象，同時降低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強度及依

賴，便積極擴大與東南亞各國進行聯繫與交流，並創立各種教育制度和語

言政策，吸引東南亞學生來台就學，以創造未來雙邊人脈建立與人才流動，

在1990年及2016年分別進行「南向政策」及「新南向政策」。 

因此，本研究藉由相關實證資料及計量方法，並試圖探討 R&D，生產

力及出口等層面之關係，以對泰國及印尼製造業之 R&D 的決定因素與技

術效率等得到初步認識，並可作為我國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 

本文在第一章比較兩國的經濟背景與貿易改革過程，並分析遭遇亞洲

金融風暴的主要的原因之一，乃短債佔外匯存底比例過高，政府當引以為

戒。否則當國際局勢不明朗，外債比例過高，又無法繼續舉債之下，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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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便衝擊到國內的經濟體系。 

再者，印尼採行一連串促進出口的經濟改革，也開始體認 R&D 的重

要性。然而，對印尼製造業廠商的研究並未充分探討 R&D 的決定以及 R&D

在生產力-出口間關係所扮演的角色。本論文在第二章中利用印尼 1998 年

到 2000 年的製造業廠商資料，藉由考量 R&D 選擇的內生性，探究印尼製

造業廠商的生產力及出口間的關係。種對 R&D 決定因素的估計皆發現，

規模較大、較優越的技術及較高的資本密集度會投入更多的力量於 R&D

密集度的創新活動。至於 R&D 對國際連結的影響方面，出口活動預期經

由競爭及學習效果對於廠商的 R&D 活動產生正向影響。因為在印尼的跨

國企業可能專注在使用天然資源以及廉價的勞動力，而不在R&D活動上，

而使其相對印尼當地的對手企業並未顯現較強烈的 R&D 傾向。另外，由

集中度及 R&D 密集度的正向關係，顯示熊彼得假設的市場集中度與廠商

R&D 正相關得到支持。除確認廠商從事 R&D 的決定因素外，估計結果也

證實生產力與出口間存在雙向因果關係 (two-way causality)，亦即表示

self-selection 及 learning-by-exporting 等兩種效果同時存在於印尼製造業。 

在第三章則著重在比較兩國的生產技術效率，為避免因國家間生產技

術水準不同，導致在比較各國生產效率差異時可能產生的偏誤，本研究採

用共同邊界生產函數進行研究。利用兩國 1999 年與 2000 年製造業資料進

行生產效率比較。實證顯示，平均而言，印尼的廠商無論 TE、TGR 與 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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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較泰國佳。另外，實證結果也支持廠商能藉由從事 R&D 來改善生產效

率，另一方面若原物料有透過進口的廠商，因能接觸到較新的技術以及獲

取較低成本的原物料，也擁有較佳的技術生產效率。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論文研究結果的政策意含如下：其一，因為創新

活動在泰國與印尼製造業廠商間並不普遍，所以瞭解廠商 R&D 傾向的決

定因素，對當地政府而言是重要的。且因為 R&D 對維持廠商營收成長，

以及對生產力及出口貢獻的重要性。因此，政府應制定一些鼓勵廠商投入

更多力量在 R&D 上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在未來產業結構的轉變方面。然

而，因為由先進國家中獲得技術可以直接滿足技術需求，且可以比 R&D

更不具風險。對廠商而言，技術進口及技術許可等外部技術來源，可能更

有效率地提升提高印尼廠商的生產力。另外，由本文的實證結果，若國內

廠商進口原物料除了有機會能接觸新技術，一方面可降低生產成本，另一

方面亦可提升生產效率。因此政府於制定相關政策時，應綜合考量國內產

業發展策略，以及廠商之生產情況。例如，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廠商可以

經由進口原物料，以獲得接觸新技術之機會，進而提升生產力。故，於訂

定此部分原物料進口之關稅時，應將上述情況斟酌考量。最後，本研究實

證結果支持出口的經驗對強化廠商生產力方面是有助益的，亦即支持

learning-by-exporting 效果；因此，既然出口對印尼是重要的發展策略，則

印尼執政當局如何促進與幫助其廠商在全球市場上競爭，是值得印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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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研議的。 

 

第二節  本文研究限制與未來延伸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分述如下： 

    1. 由於資料限制，本文雖利用 1998 至 2000 年間印尼製造業調查來研

究 R&D 的決定因素，以及 R&D、生產力和出口間的相互關係。然而，若

能取得更為長期及完整的之資料，除了可以比較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後的

情況，另外諸如 2008 年之金融海嘯，以及近期所發生之中美貿易戰等皆

可予以考量，將使研究結果與分析內容更為全面。又本文僅以東南亞國家

協會 (ASEAN) 中之泰國及印尼為樣本，探討其生產效率；未來若能取得

東南亞國家協會其他國家樣本進行估計，則可獲得較本文更為全面之比較

結果。 

    2. 如同第一章提及，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在

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各國的

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於本研究計量方法及資料處理之限制，

除了第二章考量外國資本持有比例 (MNC) 外，未能將如 FDI 之實際數字

納入實證模型的考量範圍內。因此，未來若能進一步在計量及實證模型中，

考量 FDI 之實際數字對廠商之生產效率或進行 R&D 之決定因素的影響，

則應可使分析更為全面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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